
Dispute Settlement 争议解决, 2025, 11(3), 21-29 
Published Online March 2025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ds 
https://doi.org/10.12677/ds.2025.113088   

文章引用: 石淑彦, 傅瑞芳. 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定罪量刑归责探究[J]. 争议解决, 2025, 11(3): 21-29.  
DOI: 10.12677/ds.2025.113088 

 
 

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定罪量刑归责探究 

石淑彦*，傅瑞芳* 

上海政法学院刑事司法学院，上海 
 
收稿日期：2025年1月25日；录用日期：2025年2月28日；发布日期：2025年3月7日 

 
 

 
摘  要 

对于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存在立法的宽宥化、轻罪化，司法的非实刑化、轻刑化的问题，学界试图通

过探究本罪的定罪量刑来予以解决，并对此存在诸多争议，而争议焦点就在于是否应当提升本罪的法定

刑。本文就将从本罪所保护的法益——人身不可买卖性以及现如今本罪的司法适用问题入手，从解释论

的角度分析，将收买行为解释为了实施强奸、故意伤害、侮辱行为而实施的预备行为，将收买行为及其

后续行为做总体性考察，从而使公安司法机关在处理本罪的整个过程中重视收买者的自身行为而非其他

法外因素，并且激活刑法第241条第2-4款数罪并罚的条款，以此解决现今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所存在

的诸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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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for the problem that the crime of buying trafficked women and children has been excused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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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demeanoured by the legislation, and non-substantiated and misdemeanoured by the justice, the 
academics have tried to solve the problem by exploring the conviction and sentence of the crime, 
and there are many controversies, and the focus of the controversy is on whether to raise the stat-
utory penalty of the crime. In this paper, we will start from the legal interests protected by this 
crime-personal non-tradeability and the judicial application of this crime nowadays, from the per-
spective of interpretative analysis, will buy the act of interpretation in order to implement the act 
of rape, intentional injury, insult and the preparatory act, will buy the act and its subsequent behav-
iour to do a general investigation, so that the public security and judicial organs in dealing with the 
whole of this crime, the public security and judicial organs, the public security and judicial organs 
in dealing with the whole of this crime. This will enable the public security authorities to pay atten-
tion to the buyer’s own behaviour rather than other extrajudicial factors in the whole process of 
dealing with this crime, and activate the provisions of Article 241 (2-4) of the Criminal Law on con-
current penalties, so as to solve the many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rime of buying trafficked women 
and children nowa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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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随着近期“打拐”行动的全面推进，拐卖妇女儿童案件逐一侦破，各类案件细节及审判过程向社会

公众公开后引起对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定罪量刑问题的热议。尤其是“徐州小花梅”一案的披露，将

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是否需要提高既有的法定刑，对收买者从重处罚，严厉打击买卖人口的社会现象。

从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的立法、司法、追诉时效三方面来看，该罪确实存在一定的问题值得探究和解释。 

1.1. 立法的宽宥化、轻罪化 

人口买卖犯罪是古今中外一直存在的问题，社会文明化、现代化发展并未消弭这类传统又古老的犯

罪。我国 1979 年刑法的第 141 条和第 184 条分别规定了拐卖人口罪和拐骗儿童罪，而其对合犯收买被拐

卖人口这一行为并没有相应的刑事处罚规定。而 1997 年刑法依照 1991 年全国人大常委颁布的《关于严

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对拐卖妇女儿童犯罪问题的严打精神，对该类罪名在定罪

量刑上做出巨大的改变。鉴于当时改革开放引起的社会变革，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猛烈增大，

对妇女儿童的买卖问题成为社会治理的一大难题，1997 年刑法将拐卖的犯罪对象局限在妇女儿童这一范

围内，而对成年男性的人口买卖问题通过强迫劳动罪予以规制，并且增加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聚众

阻碍解救被收买的妇女儿童罪。从总体上来看，通说观点认为，我国妇女儿童买卖类犯罪的特点是以保

护妇女、儿童的人身自由为核心，将拐卖和收买妇女儿童的对合行为一并处罚，并且将阻碍解决被收买

的妇女儿童的行为入罪[1]。 
但是拐卖和收买作为对合行为在量刑上有较大的差距，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基础量刑为“五年以上十

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而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基础量刑仅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者管制”。同时，刑法第 241 条第 6 款在《刑法修正案(九)》出台之前，对于未对被拐卖妇女儿童实施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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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行为，不阻碍期进行解决的，可以免于刑事处罚，修正案出台后删除了“免于刑事处罚”的规定并提

高了收买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但远不及拐卖妇女儿童罪的法定刑。 
另外，刑法对拐卖妇女儿童罪规定了三档法定刑，并对八种特殊情形以加重犯的规定最高死刑的量

刑标准。而对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的法定刑只有一档，刑法第 241 条第 2-5 款以注意条款的方式规定

了四种数罪并罚的情形。一般而言，采取数罪并罚的形式在处罚严厉程度上，并没有加重犯的处罚程度

强[2]。由此可见，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在社会变迁的推动下经历从无到有的过程，但是在立法上仍

然予以轻罪化、宽宥化的处理。 

1.2. 司法的非实刑化、轻罪化 

刑事司法同立法一样对拐卖行为与收买行为区别对待，站在了对收买行为宽宥处理的立场，司法解

释和实务中对具体案件的处理更进一步加剧了对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的非实刑化、轻刑化问题。 
2010 年“两高两部”发布《关于依法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为加

大对妇女、儿童的司法保护力度，针对“买方市场”的铲除，从源头上切断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对依法应

当追究刑事责任的收买行为，坚持依法追究。《意见》的第 30 条又规定，与被收买的妇女、儿童形成稳

定的婚姻家庭关系，但仍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一般应当从轻处罚；符合缓刑条件的，考研依法适用

缓刑。情节轻微的，可以依法免于刑事处罚。这是对刑法第 241 条第 6 款的进一步宽缓处理，由此可见，

我国针对收买行为在刑事政策上为了现实中的法外因素和维持在某种程度上的社会稳定而作出的让步，

与此同时也体现出刑法对收买行为的容忍。 
从具体的司法实践来看，有学者统计了“中国裁判文书网”和“中国检察网”上的 568 份收买被拐

卖妇女儿童罪的裁判文书，其中无罪率达到 19.3%，出罪理由为刑法第 13 条的但书规定，即“情节轻微

且危害不大”，而对于这条但书规定有很大的理论争议，甚至在司法实践成为一种“僵尸条款”，一般司

法人员在受理案件过程不会轻易适用。而在量刑方面，本罪实际判处的最高刑期为 1 年，平均量刑兴起

为 8.3 个月有期徒刑，非实刑率达到 97%，而轻量刑、高非实刑的判决理由多为“已形成稳定家庭”、

“没有虐待被拐卖儿童，且有收养目的”等法外因素[3]。司法人员普遍不认为收买行为属于严重危害社

会的行为，而无需对收买行为人判处实刑。 
由此可见，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定罪量刑具有严重的非实刑化、轻刑化倾向。

上述《意见》虽然要求严厉打击“买方市场”，但是在具体意见中仍然为收买行为基于各种法外因素打

开轻刑甚至免于刑事处罚的方面之门，依旧贯彻注重严惩拐卖行为而忽视收买行为的刑事政策。司法机

关在认定该类案件时也往往会将法外因素作为从轻情节使得收买行为人逃脱刑事处罚，这种司法现状必

然会导致放纵犯罪行为的法治风险，并引起一般公众的不满。 
刑事政策上对拐卖行为和收买行为的不同重视程度，导致二者在定罪量刑上的巨大差距，但就影响

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的法内因素和法外因素来看，目前该罪存在的问题是无法简单用刑事政策的指引

作用能够解决的。究其根本，还应当从该罪保护的法益及所涉及的社会情理问题两个方面逐一分析。 

2. 保护法益：人身不可买卖性 

2.1. 保护法益的学说争议 

刑法通说观点认为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所保护的法益与拐卖妇女儿童罪的法益相同，属于复合法

益，即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而这种通行观点是以日本刑法理论为基础，将人身自由作为该罪的核心法

益[2]，将收买行为与非法拘禁行为视为同一位阶的人身犯罪。而将人身自由作为该罪的法益显然不符合

我国刑法对该罪的具体规定，若认为收买行为侵害了被害人的人身自由法益，那么刑法第 241 条第 3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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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无需再规定本罪与非法拘禁罪应当数罪并罚，而是将之与非法拘禁罪合并吸收评价为一罪。因而，从

刑法法条之间的内部逻辑来看，认为人身自由属于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所保护的法益，势必破坏法条

关系之间的体系性。 
此外，若认为拐卖行为与收买行为所侵害的法益相同，就无法解释为何两罪在基础法定刑上的巨大

差异。显然，拐卖行为在构成要件上除了贩卖这一行为外，还包括拐骗、绑架、收买、接送、中转妇女儿

童，在拐卖行为人所实施的犯罪行为不仅剥夺了被害人的自由同时还侵犯了其他的人身权利，而收买行

为仅单纯包括收买这一种行为，不包括后续的非法拘禁、虐待等行为，被收买的妇女此时所被剥夺的自

由是拐卖行为的承接[4]，无需再一次对人身自由的剥夺做第二次重复评价，即收买行为本身不包含对人

身自由限制这一次涵义，并且就收买被拐卖儿童罪这一情况而言，许多收买人往往将儿童当作自己的儿

子抚养，不存在对其人身自由的限制。单纯将收买行为认定为对人身自由的侵犯必然会导致其与非法拘

禁罪并处在相似的社会危害性加以考量，由此导致该罪的定罪量刑较低的问题。 
还有学者认为本罪侵犯了被害人的人身权利和人格尊严[5]，本罪规定在刑法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

主权利罪这一章节，这一章节中此罪与彼罪之间的法定刑和社会危害性存在巨大的差异，因此人身权利

这个概念的范围实在过于宽泛、笼统，无法体现出本罪所直接侵害的法益。 
另有学者提出本罪侵犯了被害人的个人发展权和人格尊严[6]，而发展权具体是指个人参与、促进、

享受生活、社会、文化、政治发展，并发挥和实现自我价值的一种基本人权。被拐卖的妇女在被收买后

普遍会被当作用来传宗接代的“生育机器”或受到收买人及其家庭成员的奴役，使被害人无法正常接触

社会导致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发展。但是本文认为，发展权并不能成为刑法意义上的法益。首先，发展

权本身的概念、内涵及外延模糊不清且过于抽象，理论界也没有对发展权的具体涵义形成通说观点，发

展权属于个人的还是集体的，发展权具体包括哪些内容，目前并没有得出较为明确的结论。若将发展权

局限于个人发展权，该权利仍然是多种权利的集合体，不具有明确性。其次，刑法也没有将发展权纳入

法益保护范畴内的先例，使该权利要纳入刑法法益保护的范畴没有可靠的依据。 

2.2. 人格尊严的法益保护 

基于对目前学说争议的分析能够得出基本结论，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收买被拐妇女儿童罪的法益保护必然

包括人格尊严。人格尊严是人之所以为人应当享有的基本权利，而对被拐卖妇女儿童实施的买卖行为则是将

其当作物品进行交易，这种对价交易的行为导致被拐卖的妇女儿童与交易者之间形成人身依附关系，使得交

易者能够随意处置被害人，抹杀了人作为人本身的主体性和自主选择权。“人是目的而不能成为手段”，这

种将人当作工具的行为必然践踏了我国《宪法》中“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的基本价值精神。 
由此可见，这种对人格尊严的保护实则为宪法中的基本权利在刑法中的投射，人格尊严具体又包括

公民的性权利、名誉权等多项权利。涉及对人格尊严保护的罪名除本罪之外还包括诽谤罪、侮辱罪、诬

告陷害罪，由此可见人格尊严作为宪法所保护的基本权利具有抽象性的特点。简单认为人格尊严这类的

抽象法益属于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所保护的法益，会导致该罪与前述的诽谤、侮辱、诬告陷害罪的社

会危害性发生混淆，而在定罪量刑上出现偏颇。因此，应当从抽象的人格尊严中进一步将本罪的法益具

体化。 

2.3. 人身不可买卖性的法益保护 

传统观点认为，刑法所保护的犯罪客体是人自身的人身不可买卖性[7]，犯罪客体是指刑法所保护的

为犯罪行为所侵害的一切社会关系，这与大陆法系中的法益概念相似，因此也能够将人身不可买卖性作

为本罪所保护的法益[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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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生而为人，都应享有不被奴役的权利，这是人的尊严和自由的核心”[4]，人口买卖是将

人物化的过程，必然涉及到对人尊严的无视和践踏，因此可以将人格尊严这一抽象性法益具体化为人身

不可买卖性。通过将本罪的法益认定为人身不可买卖性才能与其他涉及侵犯人格尊严的犯罪形成有效区

分，展现其不法程度。 
更进一步而言，人身不可买卖性是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基础法益，有学者提出收买被拐卖儿童

罪还会破坏被害人的原有家庭关系，但这种对监护权的侵害并不能与人身不可买卖性平起平坐，成为同

一位阶的法益保护。因为人身不可买卖性是人格尊严这一抽象法益的具体化，属于基本权利的范畴，其

保护的重要程度应当更高，而对于人身安全、人身自由的侵害从法条逻辑来看也不是本罪的保护法益。 
此外，人身不可买卖性不仅是一种个人法益，更是一种集体法益[2]，而作为集体法益的这一部分是

被许多人忽视的。人身不可买卖性当然涉及被害人个人的利益，但其作为宪法规定的人格尊严这一基本

权利的一部分，也应当作为一种基本权利不可让渡或放弃来看待，也即人身不可买卖性与其他一般权利

不同，不得将人作为商品买卖的权利既不可承诺也不可让渡，其具有宪法性的特征。而人作为社会整体

的一部分，势必无法彻底脱离社会，个人的肆意放纵最终往往会导致集体的基本权利受到严重侵害。因

此，人没有决定自己是否能够买卖、是否能够受到他人奴役的自由，这是现代社会秩序的铁律，也是法

秩序应当守护住的底线。这就意味着，妇女自身没有权利允许他人收买自己，即使在被迫收买后已经建

立稳定的家庭，也无法掩盖收买行为本身的社会危害性。 
综上所述，对于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的保护法益——人身不可买卖性可以总结出其具有以下三个

特征：1. 人身不可买卖性具有宪法性，其为宪法中所规定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中衍生出来的，是人

格尊严这一抽象法益具体化形成的权利。2. 人身不可买卖性具有不可放弃性，正因为该种法益为宪法的

基本权利衍生而来，个人没有决定自己是否成为商品予以买卖的自由。3. 人身不可买卖性具有独立性，

即该法益不依附与人身安全、人身自由而独立存在。 
既然能够确定人身不可买卖性是一种独立的、不可放弃的、宪法性权利，那么就不能让权利向利益

让步，利益和权利二者并非对等的概念，权利较之利益具有规范属性。有学者在评述收买者时，总会将

之放在一个没有能力娶妻生子又被传统思想禁锢的可悲男性，从期待可能性的角度论证其在主观恶性和

社会危害性方面较弱，并引出收买行为处罚较之拐卖行为更轻具有合理性这一观点[4]。这种观点显然是

将男性结婚生子的利益描述为高于人身不可买卖性的权利，显然人是否需要或者能够传宗接代并非具有

规范关系的权利，而是一种满足心理或生理层面的利益[2]。几乎每一个犯罪人背后都有其难言之隐，法

律仅因犯罪人自身可悲的过去而让步，显然并不有利于法秩序的稳定。 

3. 社会情理：立法的威慑与司法的让步 

基于上述对收买妇女儿童罪所保护法益的阐释，不难发现如今本罪的轻罪化、非实刑化的原因一部

分在于对人身不可收买性这一法益核心内涵的认识不清，从而导致立法、司法对收买行为低估了社会危

害程度。因此，对本罪是否应当提高法定刑引发争论，有学者持“提高说”[6]，也有学者持“维持说”

[9]，更有学者认为刑法应当降低对拐卖行为的处罚，而非提高收买行为的法定刑[1]。而制定刑法的目的

在于“打击犯罪，保护人权”，而提高法定刑本身并不必然会造成犯罪率的下降，也即加重刑罚本身并

不必然会威慑潜在的犯罪分子而达到一般预防的效果。并且，结合上文对司法判决书的统计可见，本罪

实际判决最高的刑期为 1 年有期徒刑，而法定最高刑期为 3 年有期徒刑，因此从本罪的适用情况来看，

并非单纯通过改变立法就能解决，还应分析本罪存在的社会情理因素及司法适用问题。 

3.1. “提高说”无法达到威慑作用 

坚持“提高说”的学者认为，通过提高本罪的法定刑可以威慑潜在的犯罪分子以此达到一般预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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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刑罚对潜在的犯罪分子起到威慑作用与否，主要取决于三个条件：1. 潜在的犯罪分子能否认识和

了解相关规定；2. 潜在的犯罪分子愿意遵循该规定行为；3. 潜在的犯罪分子所意识到的惩罚威胁超过犯

罪所得利益[10]。首先，就潜在犯罪人对相关规定的认识和了解这一前提条件看，收买行为人往往是生活

在落后、闭塞的村庄，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法治宣传力度不足且受到传统的“传宗接代”、“娶妻生

子”思想观念根深蒂固的影响，他们往往并不能意识到购买妇女、儿童的行为属于犯罪行为，妇女、儿

童只是延续血脉的工具而不具有独立的人格，通过“支付对价”的方式占有处置妇女、儿童是符合本罪

潜在犯罪分子的认知水平的。若潜在的犯罪分子并不知晓收买妇女儿童的行为属于刑法所禁止的行为，

那么无论将本罪的法定刑提高到何种程度，对无知的潜在犯罪分子依旧会按照自己的行为逻辑实施收买

行为。因此，与其提高本罪的法定刑，不如进一步加强对偏远农村及文化程度较低的一般公众的普法教育。 
其次，单纯地提高法定刑也不会减损潜在犯罪人的犯罪成本，惩罚的及时性和受抓捕的概率。公安

司法机关是否能够及时追究犯罪分子的刑事责任与刑法提高法定刑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并且就

司法实践的现状来看，司法机关也并没有在已有的法律框架下充分运用本罪的规定，尤其是刑法第 241
条第 2-4 款对数罪并罚的规定。有学者对 568 份判决书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其中仅有 6 份判决认定

售卖行为人数罪并罚[3]，实际上收买行为人往往将被拐卖的妇女当作“生育工具”而必然会伴随强奸、

非法拘禁等行为，对本罪第 2-4 款数罪并罚认定的数量应远高于现有判决的数量。 

3.2. 司法实践中的容忍 

对于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宽宥化、轻罪化，基层执法部门承担相当一部分的责任。根据刑诉法

的规定，本罪应当由犯罪所在地的基层法院管辖，而犯罪所在地常为偏远落后的地区，该类地区较之更

为发达的城市更易成为“熟人社会”而非“陌生人社会”，这样的社会结构使当地民众排斥外来人员、规

则的侵入，而对熟人更多同情和维护，民众对收买行为的处罚方式产生严重的逆反心理，甚至出现整个

村庄一同反抗执法人员解救被拐卖妇女的情况。这也导致当地的基层司法执法工作人员一方面出于“熟

人社会”以及对人身不可买卖性这一权利和收买者“传宗接代”这一利益的错误认识而同情收买者的处

境，另一方面为了维护当地已然形成“乡土秩序”，而面对当地民众的收买行为更加容让，造成现今本

罪处罚普遍较轻的局面[11]。有学者也因此认为，通过提高本罪的法定刑来变相推动基层司法人员判处收

买行为人更高的处罚，改变司法执法人员的社会偏见。但是，社会偏见具有粘滞性，一位美国学者对美

国强奸罪刑期的提高与社会偏见的纠正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其表明强奸罪的提高并没有使法官

判决更严厉的刑罚，反而因其内心认为就被告人的行为而言，所提高的法定刑过重，反而避免认定被告

人确实实施了犯罪行为或依旧从轻判处，最终导致该条法律的修改成为一纸空文[9]。对于收买被拐卖妇

女儿童的法定刑是否提高的问题也是如此，当地的基层司法人员本身对收买行为这一问题就存在偏见，

而这一偏见正是基于当地闭塞落后的“乡土秩序”所导致的。司法人员对收买行为以刑法第 13 条的但书

条款出罪，而这一条款的适用正是受到司法人员自身的价值观念、文化背景和传统的影响[12]，因此单纯

地提高法定刑并不能完全改变本罪司法适用方面的困境。 
收买者的愚昧使其不把人当作人来对待，在思想文化上并没有得以开化，而刑法本身并不具有教育

一般公众的任务。法律不是万能的，严酷的刑罚不会带领落后闭塞的村庄走向思想上的现代化，只有不

断发展当地的经济、文化、教育事业，对该地进行综合性治理，消除已有的社会偏见，使得司法摆脱社

会情理的困扰和乡土秩序的约束，才能真正解决收买妇女儿童的问题。 
另外，即使提高了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的法定刑，根据“从旧兼从轻”原则，对于修改之前的陈

案积案仍然无法适用，并且本罪在改革开放时期之后成爆发式的增长，目前仍有大量的陈案积案尚未得

到处理[13]。因此，单纯提高本罪法定刑也无法妥善解决该罪的定罪量刑问题。纠结于对立法论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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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如从解释论的角度分析和探究本罪的适用问题，重新激发刑法第 241 条第 2-4 款数罪并罚认定的适用。 

4. 解释论角度出发：本罪属于重罪的预备行为 

刑法第 241 条第 2-4 款规定了犯罪分子在收买被拐卖妇女后对其实施的强奸、非法拘禁、故意伤害

和侮辱行为应当数罪并罚，但司法实践中往往会以“双方已建立稳定的家庭关系”为由而对收买后的其

他不法行为置之不理，或认为强奸、拘禁行为的证据难以搜集固定以证明被告人的行为符合其他罪名的

构成要件，目前发现的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的案件往往以过去数年之久且强奸、拘禁行为更加隐蔽难以

发现，并且基于犯罪发生地大多属于“熟人社会”，村名邻里之间相互包庇导致证据难以搜集。 
而这两项实践难题则是由宽缓的刑事政策和孤立看待刑法第 241 条各条款之间的关系导致的。收买

行为后所实施的强奸、虐待和拘禁行为被《意见》第 30 条规定的“形成稳定的婚姻家庭”所掩盖，司法

人员在确认被告人与被害人之间是否存在稳定的婚姻家庭后，在司法解释的指导下显然不会再追究收买

者的后续行为，但收买者的行为确实已经侵犯了被害人的人身自由和性自主权。并且传统刑法解释论又

将强奸等一系列行为从收买的整个过程抽离出来，单独判断收买者的行为是否违背被收买妇女的意志，

导致司法机关进入证据搜集难的泥沼中。因此，就必须对收买行为及其后续的过程做整体性考察，并改

变现有刑事政策。 

4.1. 收买行为的总体考察 

就刑法第 241 条第 2 款强奸罪数罪并罚的认定来看，强奸罪的核心在于“违背妇女意志”，即女性

不同意或者被迫同意发生性关系。若女性在事前就已经表明拒绝发生性关系或者男性有强迫女性发生关

系的情形存在，那么除非能够证明该名女性在此过程中表示同意，否则就可以推定“违背妇女意志”，

而男性事先的强迫行为可以认定为其为实施强奸而采取的预备行为。 
而从一般经验来看，收买行为人收买妇女的目的大多“娶媳妇，生孩子”，有数据表明该比例达到

该罪犯罪理由的 81.3% [6]，因此从收买行为及其后续全过程来看，收买人在实施收买行为后通常会进一

步实施性行为。而对于生理、智力方面问题无法发生性行为的情况，被拐卖的妇女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

人身自由的限制和精神上、肉体上的虐待和折磨。若收买人不存在以上的行为，并不符合其“买媳妇”

的行为逻辑。即使部分判决书认为被拐卖妇女在被收买后“自愿”与收买人发生性关系，而这种“自愿”

也极大可能是在特殊环境下所形成的一种出于自我安全的考虑而表达出的被迫的“自愿”。在强奸罪认

定高度依赖口供的情况下，还应当结合被害人当时所在处境综合考虑，即在认定是否“违背妇女意志”

时应当考虑被害人在受到非法控制下的特殊处境[14]。同时作为收买行为对合犯的拐卖行为，刑法将拐卖

过程中的强奸行为作为情节加重犯处理，并将该规定理解为即使在拐卖过程中没有对妇女采取暴力、胁

迫等方式与被拐卖妇女发生性关系，仍然应当认定行为人实施了强奸行为并以拐卖妇女罪的情节加重犯

处理[15]。因此，在收买行为及其后续过程中口头上的承诺并不能推定为有效，由此解决证据认定困难的

问题。 

4.2. 收买行为的预备犯构造 

基于上文，对收买行为及其后续行为进行总体考察能够发现，收买人的收买行为通常是为了进一步

实施强奸、故意伤害、虐待等其他犯罪行为。而这种为了实施其他犯罪而创造便利条件的行为，可以认

定为犯罪预备，因此收买者的收买行为可以认定为强奸、故意伤害、虐待等罪的预备行为[9]。 
但是并非所有的犯罪预备行为都值得刑法的处罚，刑法第 22 条规定，对于预备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

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那么收买行为应当受到处罚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其保护的法益是人身不可买卖性，

人作为独立主体具有人格尊严，这种源于宪法基本权利的法益并非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存在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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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值得刑法重点保护的法益。收买行为不仅侵犯了人身不可买卖性这一法益，同时还对被害人的人身

产生了可能发生的抽象危险，司法机关在对收买行为定罪量刑时应当从这两方面综合考虑。 
另外，人身不可买卖性作为与人格尊严相关的不可承诺、不可抛弃似乎与将收买行为作为预备行为

之间相矛盾，因为如果将收买行为认定为预备行为，那么就隐含着“违背妇女意志”这一情形，而有学

者就提出在妇女自愿“出卖”的情形下，就不存在所谓的“违背妇女意志”。但首先司法机关如何能够确

定妇女是自愿“出卖”的，拐卖行为与收买行为作为对合犯表明有收买才有拐卖，有拐卖必有收买，而

基于拐卖妇女罪的相关规定业已推定了拐卖行为“违背妇女意志”，收买行为作为拐卖行为的延续也应

当推定该行为“违背妇女意志”。而所谓自愿“买卖”的表现形式为高额彩礼、包办婚姻，而这两者所涉

及的是社会道德和伦理问题，刑法作为事后法并不能将所有的社会问题囊括在内。强调人身不可买卖性

不可许诺、不可让渡的原因在于对抗因“形成稳定家庭婚姻关系”而对收买者轻刑化、非实刑化的倾向，

“形成稳定家庭婚姻关系”暗含着受拐卖妇女同意收买者的收买行为，即受拐卖妇女同意出卖自己的人

格尊严和作为人的主体性而自愿被奴役，这显然是违背现代法治秩序的。而强调将收买行为解释为预备

行为是为了解决当下数罪并罚认定难的问题，并且督促公安司法机关在处理此类案件时进一步侦查和判

断收买行为是否对被害人造成其他法益的侵害，构成其他犯罪，将收买行为及其后续行为作为一个整体

考察以避免本罪的非实刑化、轻刑化问题。因此，将收买行为解释为预备行为与本罪所保护的法益性质

并不冲突。 

5. 总结 

现如今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发展，社会公众对妇女、儿童权益保护问题的关注程度越来越高，收买被

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定罪量刑是否能够回应社会公众的期待尤为重要。而面对该罪陈案积案众多的情况下，

单纯提高本罪的法定刑并不能解决本罪非实刑化、轻刑化的问题，加之本罪的犯罪高发地大多属于环境

闭塞、经济不发达的地区，社会偏见没有完全消除，提高法定刑反而使得司法机关拒绝重罪认定而导致

提高法定刑的修正成为“一纸空文”。通过将收买行为解释为预备行为，对收买行为及其后续行为做总

体性考察才能有效解决目前本罪在定罪量刑方面存在的问题。但是法律不是外能的，单纯依靠刑罚处罚

并不会在根本上消除拐卖妇女儿童的情况，加强文化、经济、教育等各方面的发展，强调人格尊严和人

作为人的主体性，进行综合治理才能有效根除拐卖妇女儿童行为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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